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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居高不下的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关系到中共建党第

二个百年远期目标的实现。传统文化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价值和功能是值得关注的问

题。对此，文章以2012—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了儒家传统文

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改善效

应”，即地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强度越大，越有利于改善其内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显示，儒家文

化主要通过改善税收结构及促进创新等渠道影响收入差距。同时，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的改善效应在

市场化程度较高及受其他文化冲击较小的地区更为明显，地域上则呈现北方地区更明显的特征。文章

从宏观层面揭示了儒家文化改善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为共同富裕建设中寻求有中国特色的实现路径

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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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所谓共同富

裕，一是富裕，二是共享，二者缺一不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

展已达到较高水平，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却仍居高不下。

尽管我国的基尼系数自2008年达到最高值后呈小幅下降的良好趋势，但随后几年又有所回升，

2020年为0.468①
，仍高于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0.4，表明我国收入差距仍然较大，且近些

年一直处于高位徘徊状态（李实和朱梦冰，2022）。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

叠加，导致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失业人口增加；同时，为应对疫情冲击实施的

经济刺激政策导致不同资产的涨幅不同，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缩小收入差距的难度加大，对我国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构成挑战。在整个社会富裕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仅仅是一部分人和一

部分地区富裕还不能称为共同富裕。因此，如何有效改善收入差距，攸关“全面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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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伟目标，决定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与否。

收入差距的形成与改善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蔡萌和岳希明，2016），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

转型经济体，正式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尚不完善，非正式制度
①

可能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陈

冬华等，2013）。文化传统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中处于核心地位（辛杰，2014），社会学家们认为，文

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及社会资源

的配置（Hofstede，1984； Stulz和Williamson，2003；金智等，2017），因此分析市场活动和经济交易

应从文化角度出发（Hamilton，1991；Jennings和Waller，1995）。已有文献大多从结构、政策制度及

要素配置等视角分析收入差距，证明了城镇化（王宏利，2011；卢倩倩等，2020）、政策性因素（林

毅夫和刘培林，2003；郭震，2013；刘伟等，2018）、城市空间结构（刘修岩等，2017；杜群阳和俞航

东，2020）、技术创新（董直庆等，2014；Antonelli和Gehringer，2017）、全球化（万广华等，2005；郑

新业等，2018）、基础设施（Calderón等，2015；Banerjee等，2020）及劳动力市场扭曲（冯涛和罗小

伟，2015）等都会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却忽视了收入差距产生背后的文化背景。少量考察文化

因素对收入差距作用效果的文献也主要集中于种族、宗族及性别收入差距（Herring和Henderson，

2016；卿石松，2019；Gradstein，2022）。王汉瑛等（2022）基于第三次分配的视角，分析了儒家传统

文化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但未提供相关经验证据支持理论的成立。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提到了文化对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对解决人类问题具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

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因此，要理解和解决当前的地区收入差距问题，在一

定程度上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就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作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精髓，儒家文化蕴含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必然会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实

践活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国民行为决策与中国的资源配置。收入

差距作为中国一定时期劳动和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反映，其必然会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

因此，在改善中国当前的收入差距问题时，儒家文化的力量不容小觑。那么，儒家文化是否对

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如果存在影响，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对不同地区的作用效果又是否

存在差异？这些疑问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基于此，本文尝试以2012—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

市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地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强度越大，越有利于改善其内部

的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潜在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儒家文化主要

通过改善税收结构及促进创新等渠道影响收入差距。同时，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的改善程度也

会因市场化水平、其他文化冲击及地域特征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为共同富裕建设中寻求

有中国特色的实现路径提供了参考。现有文献大多基于正式制度因素（如户籍制度、发展战略

及扶贫政策等）进行研究，本文突破传统的制度理论框架，从非正式制度视角出发，将中国主

流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引入收入差距的分析框架。不仅深化了对收入差距背后的文化土壤

及其力量逻辑的理解，也为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制定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提供

了借鉴。第二，拓展了儒家文化对经济社会影响的研究范畴。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经济学界关于儒家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领域。本文从宏观层面深化了对儒家文化经济

社会影响的认知，为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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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借鉴，同时有利于民众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与共同富裕目标的

实现。

二、  历史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儒家文化历史背景

儒家文化具有深远悠久的发展历史。儒家学说最早由春秋末期的孔子创立，而后由其门生

及历代的儒学家补充发扬，逐渐形成以“仁”为核心的庞大思想体系。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了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思想，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是封建统治阶级教化

人民的工具  。即使是在佛教和道教盛行的魏唐时期，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仍然对社会文

化生活具有决定性影响。宋代发展出名为“理学”的新儒学，并在明代走向极端，出现“心学”。清

代虽为少数民族王朝，但依然将儒家思想作为教化民众的主导思想，康熙皇帝于1684年在曲阜

孔庙亲自书写“万世师表”匾额，并命全国孔庙悬挂。在清末，即使面对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

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依然屹立不倒。在遭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破四旧”等历史事件冲击

后，儒家思想几近丧失生存土壤，但在改革开放后又逐渐复兴。时至今日，儒家思想早已成为

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纲常伦理（许纪霖，2014；金智等，2017；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一直对中

国社会发展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 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

充分肯定了儒家思想对于人类文明、团结统一及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因此，深入研究儒家文

化的当代价值，揭示儒家文化在改善收入差距、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及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等方面的独特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

张若雪和张涛（2008）在分析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何能实现稳定的收入差距时，认为土地改

革起到了巨大作用。黄斐（2013）进一步认为，两地之所以进行土地改革，很有可能是因为社会

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从而具有“均富”的价值取向。台湾作为我国的一个省份，其收入差距可

能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我国其他地区也很可能受到了影响。本文接下来将详细分析儒

家文化会如何影响收入差距。

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在不知不觉间影响着社会生

活的每个角落。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其社会伦理思想，用通俗的语言和道德意识规范人民现实

生活中的行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国民行为决策及社会资源配置大概率受到

了其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深入研读儒学理论的相关思想和阐述，本文提出两个竞争性假说：

改善效应假说和恶化效应假说。

1. 改善效应假说。儒家思想中蕴含许多有关促进收入差距缩小的思想，这些思想可以对改

善收入差距起到积极作用。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儒家思想倡导的“仁”“义”思想有利于实现经济正义。经济正义最终实现于分配正

义，分配正义既包含由机会公平、程序正义和公平竞争带来的收入分配的合理差距，又包含使

大多数人福利增长的人道主义关怀，即在合理的范围内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从而防止收

入差距悬殊的出现。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荀子认为“贵

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荀子·富国》）。董仲舒提出“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

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匾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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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露·度制篇》），即不否定贵贱有等、贫富有别的社会秩序，而是调均有度，保障财富分配的相

对公平。此外，儒家倡导的“仁”“义”具有普适性，无论是强势还是弱势群体，都应在“仁”“义”中

受益，如“富之”“教之”（《论语·子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儒家的“仁”“义”思想和

公平观有利于实现利益和权利分配的合理化，保障弱势群体收入，保证分配中的机会均等、规

则公平，从而改善收入差距。另外，王汉瑛等（2022）认为“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儒

家思想有利于激发第三次分配，即使得高收入群体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后，“自愿通过民间捐

赠、慈善事业、志愿活动等方式济困扶弱”（刘鹤，2019）。

第二，儒家文化强调集体主义，注重群体内部的和谐稳定，这种文化价值观必然会促进收

入差距的改善。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我国的集体主义文化环境一直较为浓厚。子曰：“礼之用，

和为贵”（《论语·学而》）。《礼记·礼运》记载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荀子也认为“人之生，

不能无群”（《荀子·富国》）。集体主义是指一个社会中的“公共利益”高于“私利”，更为强调群体

内部的一致性（饶育蕾等，2022）。其核心思想和理念就是要更加重视群体内部的公平和谐，做

到发展机会公平和发展成果共享。市场经济环境下，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

在于公共资源分配不均衡（李实和朱梦冰，2022），集体主义将会引导实现资源分配均等化，进

而缩小收入差距。

第三，儒家提倡勤劳的优良传统有利于居民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缩小

收入差距奠定基础。当前改善我国收入差距问题的关键在于提低与扩中，而儒家“独善其身”

（《孟子·尽心上》）、“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的精神有利于磨炼人的意志，防止“躺平”，使

低收入群体锐意进取（王汉瑛等，2022），通过自身努力提高收入，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孔子曾言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论语 ·述而》）。杜甫认为“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

（《前出塞九首》）。荀子主张“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左

传·宣公十二年》记载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儒家勤劳的理念将鼓励人们勤劳致富，完善社

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执行效果，为改善收入差距提供必要的基础。

第四，儒家秉承“允执厥中”的中庸之道，《周易本义》记载说：“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

其立不偏”。中庸，即“用中”，也即坚守中正之道，强调张弛有度、中性和谐的管理理念。在儒家

看来，社会发展和收入分配都应当做到不偏不倚，只有“和而不同”，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的强大动力。在儒家“中正之道”思想的影响下，管理者在

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时会考虑到大多数群体的利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从而改善收入差距

问题。

除此之外，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中的一些积极思想还会间接促进收入差距的改善。具体来

看，可能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儒家强调“轻徭薄赋，涵养税源”的征税思想。孔子反对重税，主张“薄赋敛”，“君子之

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 ·哀公十一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

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等都是儒家税收主张的真实写照。儒家税收智慧被

后代所继承，流传至今，将有利于优化税收结构，进一步增加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直

接税税负不能转嫁，且负担水平随课税对象数额增加，因而高收入群体是直接税的主要负担

者。间接税具有明显的累退性，税负容易转嫁，居民无论收入水平高低、财产水平多寡，只要购

买了同种商品或服务就无差别地承担着相同的间接税税负，因而广大中低收入群体事实上就

成为了间接税的主要负担者（卢洪友和杜亦譞，2019）。因此，逐步提升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

占比，有利于发挥税收的正向收入分配调节效应，改善收入差距。据此，儒家文化可以促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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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税收政策的实施、优化税收结构，进而改善收入差距。

第二，儒学中蕴含许多注重和激励创新的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 ·大雅 ·文王》）、“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周易 ·系辞上

传》）等都体现了儒家“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并且，儒家还主张“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的

进取开拓精神（《礼记·儒行》）。可见，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其蕴含的“革故鼎新”的革新

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会引导人们不断地开拓探索、别创一格，从而对提高地区的原始创

新能力产生积极作用。吴鹏等（2018）研究表明，技术原创
①

会使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
②

，进而提

高劳动收入份额，又因劳动收入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技术原创能够缩小收入

差距。因此，儒家文化将会通过提高地区的原始创新能力进而改善收入差距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儒家文化的收入差距改善效应假说：

H1a：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具有改善作用。

2. 恶化效应假说。尽管儒家文化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可以改善收入差距的思想，但也存在

一些抑制性因素。具体来看，可能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儒家十分注重等级观念，这可能会对收入差距产生一定的恶化效应。具体来看，儒家

文化以“三纲五常”来规范社会秩序，在朝廷要做到“君君，臣臣”，在家庭要做到“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强调在家晚辈对长辈的绝对服从，在外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子曰：“畏天

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提出了维护宗法等

级秩序的重要性。《礼记·乐记》记载说：“然后圣人作 , 为父子君臣 , 以为纪纲 , 纪纲既正, 天下大

定”。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在封建社会是一种等级森严的“礼治”文化。有研究指出，在我国多重

等级制度的环境下，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及其“自发”的扩大趋势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林光

彬，2004）。

二是除集体文化自身对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外，受集体主义思想影响还会提高居民风险

偏好，扩大中国家庭风险金融市场的参与度（万秋兰和张邦辉，2021）。在中国所有收入形式中，

财产性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是最高的，且其对总收入差距的贡献也在不断扩大（迟巍和蔡许

许，2012）。股票、基金等是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渠道，而这类金融资产投

资风险大、操作复杂、所需资金多的特点使得能获得高收益的往往是拥有较多资金和专业投资

能力的高收入人群，财富基础较为薄弱、金融素养较差的低收入群体很难从中获得较高的收益

（宁光杰等，2016），这将进一步扩大财产性收入差距，进而造成总收入差距的扩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儒家文化的收入差距恶化效应假说：

H1b：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具有扩大作用。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研究样本为2012−2019年我国23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具体原因如下：一是2012年党的

十八大召开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有关共同富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

新的探索，将共同富裕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二是获取夜间灯光影像的传感器在2012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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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技术原创”区别于“技术引进”与“技术引进再创新”，是难度最大的技术进步，可理解为原创型发明。本文所使用的发明专

利授权数目是技术原创的良好表现。

②“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意即“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经济学名词》对其定义如下：“技术进步可以增加劳动，也可以增加

资本。当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和技能时，就出现了增加劳动的技术进步。例如，使用录像磁带、电视和其他电子通信媒介用于课堂

教学”（经济学名词审定委员会，2020）。



出现过变更，两个卫星传感器存在差异；三是目前部分变量2020年的数据可得性较差。孔庙数

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儒家文化数据库（CFCN），该变量在样本期内不随

时间而变。VIIRS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NOAA网站NGDC数据中心
①,已经剔除临时灯光、异常值

等。城市变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统计年鉴。

（二）变量说明

1. 儒家文化的测度。度量文化等意识形态一直是学术界想要突破的难题，且度量方法也备

受争议（道格拉斯•C• 诺思，2016）。地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是本文重点关注的核心解释变

量，目前学者们多使用历史信息数据（孔庙、书院、儒学中心、进士人数等）对其进行度量。在宏

观层面研究中，陈海鹏等（2021）以及陈刚等（2022）通过明清时期的进士人数对地区儒家文化

浓度进行衡量，但Chen等（2020）的研究表明，明清时期进士人数对当代受教育水平有着显著的

正向影响，即进士人数对其他变量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其背后所代表的地区教育水平所带来

的，而非儒家文化所导致。因此，本文不使用进士，而使用孔庙数量衡量儒家文化，其优势在

于，孔庙是纪念儒家先圣孔子的祠庙建筑，其主要功能为祭祀，反映出地区对儒家传统的崇

敬，因此在表现儒家文化时更为纯粹。不仅如此，本文的孔庙数量是当代现存的数量，可以更

好地反映地区在经历五四运动、“破四旧”等历史事件冲击后的儒家文化浓度。现存的孔庙更加

体现了当地社会受儒家文化影响程度高而更加重视对儒家文化遗产的保护，更能准确地表现

在当代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

利用现存孔庙测度儒家文化主要有区域及距离两种度量方法。“区域度量方法” 就是使用

“各市行政区域内的现存孔庙数量 /行政区域面积”来表示城市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距离

度量方法”是使用某一坐标代表城市，然后统计以该坐标为圆心、以一定距离为半径的圆内的

孔庙数量，最后以该孔庙数量表示儒家文化强度。本文使用距离度量方法，相比于区域度量方

法，其优势在于：首先，古志辉（2015）通过分析孔子亲自讲学的路径，发现儒家场所的文化传播

作用是有辐射范围的，并不会因为行政区划线的存在而停止向这个方向传播。其次，各城市的

行政区划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经历过多次调整，若仅使用行政区域内的孔庙数量表现地区受儒

家文化影响的程度，则意味着城市在行政区划调整的那一刻其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也受到

了调整，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② 显然，距离度量方法能够克服行政区划所带来的问题。鉴于此，

本文借鉴Du（2013，2015）、古志辉（2015）、金智等（2017）的研究，运用“距离度量方法”来测度地

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强度。

具体来讲，本文使用经纬度计算各城市行政中心与现存的491座孔庙之间的球面距离，然

后统计各城市行政中心一定半径范围内的孔庙数量
③

，以此作为各城市儒家文化强度的衡量指

标。孔庙数量越多，则表明该城市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强度越大。以城市行政中心坐标代表城市

地理位置的合理性在于：汉学界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自古实行中央集权，从而具有“全能政

治”观念，即政治权威统领着社会的各个层面，其中就包含文化
④

（Pye和Pye，1988；杨阳，2000），

所以地区的行政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认为是文化中心，因而行政中心能够代表地区受儒家

文化影响的强度。在半径范围距离的选择上，古志辉（2015）通过分析孔子亲自传播儒家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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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于http://ngdc.noaa.gov/eog/download.html。

②例如：现潮州市境内有孔庙，汕头市境内没有，潮州市与汕头市在1991年前同属一个地级市，若以行政区域内的孔庙进行

衡量，则汕头市在1991年前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在1991年后没有受到影响，显然不合常理。

③城市行政中心经纬度数据由百度地图API获取。

④这里的文化指的是，如同儒家文化一般，为政治服务的类似于意识形态的文化（古志辉，2015）。



路径后，认为儒家场所向外进行文化辐射的半径大约为200或300公里。巧合的是，本文为了保

证能把城市行政区域内的孔庙都囊括进来，使用Google地球对样本内的233座城市进行了逐一

排查，最终发现，各城市行政中心与市内最远孔庙的距离不超过150公里，小于200和300公里。

因此，本文将半径确定为200公里（Conf_200）和300公里（Conf_300），以这两个半径范围内的孔

庙数量作为城市儒家文化强度的代理变量，并加1做自然对数化处理。此外，本文在后文的稳健

性检验中还使用区域度量方法以及到最近的儒学中心的球面距离来衡量城市受儒家文化影响

的程度。

2. 地 区 收 入 差 距 的 测 度 。 地 区 收 入 差 距 的 合 理 测 度 是 本 文 实 证 研 究 的 关 键 。 本 文 借 鉴

Lessmann和Seide（2017）、刘修岩等（2017）的研究，采用校正后的夜间灯光亮度均值作为区县人

均收入水平的替代指标。
①

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法测算市域内部区县尺度上的地区收入差

距。基尼系数介于0到1之间，是衡量一个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具体计算公式为：

Gini =
∑n

u=1
∑n

v=1 |yv− yu|

2n2
−
y

(1)

yu、yv
−
y其中， 分别为某市域区县u、v的夜间灯光亮度均值，n为某市域内的区县数量， 代表市域

灯光亮度均值。

（三）模型设定

借鉴刘修岩等（2017）的研究，本文构建如下OLS模型：
Giniit =C+αCon f i+βXit +Province+Year+ ϵit (2)

ϵit

其中，Gini表示地区收入差距，Conf表示儒家文化影响强度。X表示其他可能影响地区收入差距

的控制变量，包括以“第三产业产值 /第二产业产值”衡量的产业结构高级化 ts；公共服务水平

medic，用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open，用“地区进出口总额 /地区国内生产

总值”来衡量；政府规模govsize，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p，用“地

区国内生产总值 /年末常住人口”来衡量；教育资源edu，用“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年末常住人

口”来衡量。所有控制变量均取自然对数进行标准化处理，且所有经济变量均使用省级CPI进行

了去通胀处理。C为常数项， 表示随机误差项。此外，还加入了省份和年度虚拟变量。

（四）描述性统计

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Gini的最小值为0.134，最大值为0.888，表明我国

城 市 间 基 尼 系 数 差 距 较 大 。 儒 家 文 化 强 度 的 代 理 变 量 Con f_200 （ Con f_300 ） 的 均 值 为

2.433（3.118），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4.06（4.682），这可能意味着我国城市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

度存在较大差异。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儒家文化影响强度
Conf_200 1 864 2.433 1.075 0 4.060
Conf_300 1 864 3.118 1.095 0 4.682

基尼系数 Gini 1 864 0.552 0.137 0.134 0.888

产业结构高级化 lnts 1 864 −0.100 0.470 −2.037 4.403

公共服务水平 lnmedic 1 864 3.103 0.309 2.122 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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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国官方未公布城市层面的收入差距指标（例如基尼系数），因此只能自行计算。Lessmann 和Seide（2017）研究认为，对于

欠发达地区而言，夜间灯光是地区收入的合理替代变量，因而使用夜间灯光计算而来的基尼系数能够较好表现地区的收入

差距。



四、  经验分析

（一）儒家文化与地区收入差距：基于整体的分析

表2报告了儒家文化对地区内部收入差距

的 回 归 结 果 。 回 归 （ 1） 以 距 各 城 市 行 政 中 心

2 0 0 公 里 范 围 内 孔 庙 数 量 加 1 后 的 自 然 对 数

（ Conf_200） 作 为 衡 量 儒 家 文 化 影 响 程 度 的 指

标，并对收入差距（Gini）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

现，两者在1%的显著水平上负相关。回归（2）以

距各城市行政中心300公里范围内孔庙数量加

1后的自然对数（Conf_300）作为衡量儒家文化

影响程度的指标，其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回归结

果也显著为负。以上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对地区

收入差距具有改善作用，即受儒家文化影响程

度越大，越有利于改善一个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验证了假设1a。

（二）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虽然本文样本中的孔庙建成时间久远，距今最近的一座都是远在一

百年前的民国时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反向因果关系，但仍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导致的偏

误，例如孔庙较多的城市可能从古至今都是重镇，经济实力较强，从而有资金修缮孔庙。为此，

我们借鉴Chen等（2020）的方法与思路，使用各城市明清时期到最近的竹林松林所需的水路距

离作为工具变量，来处理内生性问题
①

。

Chen等（2020）使用该工具变量的思路是：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举考试是

古人实现阶级跨越的重要方式，因而存在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由于儒家经典是考试的官方

书目，因此备考的人越多，尊儒学儒的社会风气就越兴盛。但由于生产力低下，许多贫苦民众

无力负担购书的费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地区的书籍价格越低，学习儒家经典的人就越多，

社会的儒家文化浓度就越大。从而，书籍的价格对地区儒家文化的强度具有负向影响。明清时

采用雕版印刷术，由于竹子、松树是制造纸和墨水所需的原材料（潘吉星，1998；张秀民，2006），

一个地区要生产书籍就必须要前往竹林、松林运回竹子和松树。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地区距离

竹林、松林越近，运输成本就越低，书籍的生产成本也就相应降低，最终书籍的售价也就相对

更低，使得更多的低收入群体能够备考科举，社会的儒家文化浓度相应增大。综上所述，地区

到最近的竹林、松林所需的水路距离
②
与地区的儒家文化浓度呈负相关关系，满足对工具变量相关

 

续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对外开放程度 lnopen 1 864 −2.672 1.488 −11.200 0.831

政府规模 lngovsize 1 864 −1.696 0.421 −3.126 −0.088

人均GDP lngrp 1 864 10.670 0.544 8.955 12.210

教育资源 lnedu 1 864 −3.035 0.269 −4.126 −2.277

表 2    儒家文化与地区收入差距：基于整体的
分析

变量
(1) (2)

Gini Gini

Conf_200 −0.039***(−3.00)
Conf_300 −0.032**(−2.57)

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数 1 864 1 864

R2 0.401 0.393
　　注：使用聚类到市级层面的标准误；括号内的数值
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水平。受
篇幅限制，未报告控制变量（包括省份和年度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如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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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自Chen T、Kung J K、Ma C（2020），参见The Economic Journal. Long Live Keju!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从网站（https://doi.org/10.1093/ej/ueaa043）Supplementary data下载。

②因为竹子和松树属于大型货物，而运输大型货物往往采用水运，因此地区到竹林、松林的距离应考虑为水路距离。



性的要求。此外，Chen等（2020）证明了该工具变量是高度外生的，与人类分布、现代教育等无

关，因此满足对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要求。

表3汇报了2SLS的回归结果。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显著为负，说明城市

到最近的竹林松林所需的水路距离与儒家文化强度负相关，与前文的分析相符。Kleibergen-

Paap rk Wald F-stat大于10%临界值，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在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后，

Conf_200（Conf_300）的系数绝对值增大，这说明遗漏变量导致回归结果产生了向上的偏误，儒

家文化依然对改善收入差距具有推动作用，说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表 3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变量
(1) (2)

Gini Gini

Conf_200 −0.151**(−2.42)

Conf_300 −0.201**(−2.28)

一阶段回归结果 −0.045***(−4.79) −0.034***(−4.01)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stat 22.966 16.094

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数 1,576 1,576

R2 0.223 0.078

　　注：Stock-Yogo 10%临界值为16.38，15%临界值为8.96。下同。
 

2. 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首先，本文进一步使用区域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各地级市

行政区域内现存孔庙数量/行政区域面积”（Conf_city）来衡量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并取自然对

数处理（金智等，2017；陈刚等，2022）。结果见表4第（1）列，Conf_city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进一步

证明了上文的研究结论。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Gini Gini Gini Gini Gini Gini

替换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 缩尾处理 删除直辖市

Conf_city −138.548**(−2.51)

Conf_center 0.000***(2.80)

Conf_200 −0.035***(−2.89) −0.039***(−3.01)

Conf_300 −0.036***(−2.89) −0.032**(−2.5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1 864 1 864 1 864 1 864 1 832 1 832

R2 0.403 0.397 0.38 0.377 0.386 0.379
 

此外，陈刚等（2022）指出，中国历史上曾有七个儒学中心
①

，是弘扬儒家文化的重镇。因而

在地理上越靠近儒学中心的城市，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可能也越深（Du，2015）。因此，本文

首先确定出各个城市距离最近的儒学中心，然后计算出该市与这个儒学中心的球面距离，以该

球面距离（Conf_center）作为一个新的解释变量来衡量城市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强度。表4的第

（2）列结果显示，Conf_center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城市距离儒学中心越远，其内部收入差距越

大，再次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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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七个儒学中心分别是山东曲阜、江西临川、河南洛阳、四川成都、江苏东台、浙东、福建三明和龙岩。



3. 进一步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可能受极端值影响，本文进一步对样本进行了前后各5%缩

尾处理，结果见表4的回归（3）和回归（4）。又考虑到直辖市的特殊地位可能对回归结果存在干

扰，本文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剔除出样本后，再次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的回归（5）和回归

（6）。所有结果均证实了上文的研究结论。

（三）儒家文化与收入差距：影响渠道

1. 影响渠道：税收结构。在理论分析中，我们阐述了儒家文化可能会通过优化税收结构进

而间接改善收入差距。为检验这一潜在的影响渠道是否成立
①

，本文借鉴刘胜和冯海波（2016）

的研究，选取各省份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来表示税收结构（ taxstr）。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

儒家文化能够显著降低间接税所占比重，改善税收结构，促进税收公平准则的实现。而优化税

收结构对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符合现实，且得到了经典文献的证明（汪昊和娄峰，2017；卢洪友

和杜亦譞，2019）。这表明，完善税收结构、促进合理征税是儒家文化改善收入差距的一个潜在

作用渠道。
 

表 5    影响渠道：合理征税

变量

(1) (2) (3) (4)
taxstr taxstr taxstr taxstr

OLS 2SLS

Conf_200 −0.001***(−2.66) −0.003*(−1.68)

Conf_300 −0.001***(−2.75) −0.004*(−1.68)

一阶段回归结果 −0.045***(−4.79) −0.034***(−4.01)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stat 22.966 16.09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1 864 1 864 1 576 1 576

R2 0.867 0.867 0.911 0.91
 

2. 影响渠道：创新。本文在理论分析部分阐述了儒家文化所蕴含的创新思想和开拓精神可

能会激发地区的原始创新能力，从而对改善收入差距产生积极影响。为了进行验证，采用北京

大 学 发 布 的 《 中 国 区 域 创 新 创 业 指 数 》 公 布 的 各 市 发 明 专 利 授 权 数 目 指 数 作 为 创 新

（ innovation）的代理变量，该指数得分越高说明原始创新能力越强。表6的回归结果显示，儒家

文化能够显著提高地区的原始创新能力，而创新是改善收入差距的重要动力，并得到了经典文

献的充分证明（吴鹏等，2018；洪勇和王万山，2019）。可见，提高创新能力可能是儒家文化改善

收入差距的另一潜在机制渠道。

五、  拓展性检验

（一）儒家文化与收入差距：基于市场化程度的分析

道格拉斯•C• 诺思（2016）指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

分，相互交融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决策及社会的发展，二者的作用方向可能是互补的，也有可

能是相反的。那么，儒家文化对地区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会受到正式制度环境怎样的影响？中

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不尽相同，可有效识别市场经济这一正式制度是否会干扰儒家文化对

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为此，本文使用王小鲁等（2019，2021）编制的各省份市场化指数作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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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采用江艇（2022）的建议，机制分析不使用中介效应三步法；而只确定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中介变量与被解释

变量的因果关系则依据过往文献。



场化程度的代理变量，并将各地区按市场化程度高低分为两组回归
①

，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表7

的列（1）、列（2）以Conf_200衡量儒家文化影响强度，分别于市场化程度高和市场化程度低两组

对收入差距（Gini）进行回归。结果显示，Conf_200在市场化程度高的组显著为负，在市场化程度

低的组则不显著。列（3）、列（4）以Conf_300衡量儒家文化影响强度，回归结论保持一致。这意味

着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更可能出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儒家文化作为一种

隐性治理机制，其蕴含的有关公平竞争的思想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得到了放大，使得这些

地区更加注重规则意识，二者相辅相成，有利于规范社会秩序，弥补资源配置中的不足，从而

起到进一步改善收入差距的作用。
 

表 6    影响渠道：创新

变量

(1) (2) (3) (4)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OLS 2SLS

Conf_200 5.564***(3.61) 10.074*(1.73)

Conf_300 6.296***(4.47) 13.410*(1.67)

一阶段回归结果 −0.045***(−4.80) −0.034***(−4.02)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stat 23.018 16.12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1 832 1 832 1 544 1 544

R2 0.718 0.72 0.723 0.711
 

 
表 7    儒家文化与收入差距：基于市场化程度的分析

变量

(1) (2) (3) (4)
Gini Gini Gini Gini

市场化程度高 市场化程度低 市场化程度高 市场化程度低

Conf_200 −0.091***(−5.35) −0.018(−1.10)

Conf_300 −0.084***(−5.56) −0.009(−0.5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592 1 272 592 1 272

R2 0.382 0.325 0.373 0.321
 

（二）儒家文化与收入差距：基于其他文化冲击的分析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但也经历过佛教及道教思想的竞争（洪修

平，2002）。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文化也大规模传入中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些人的

行为、生活及价值观。按照文化冲突理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相互接触的结果会是二者相

互吸收或替代对方，随之会产生新的文化模式或类型。其他文化给儒家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冲

击，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儒家文化的作用效果。鉴于此，本文进一步考察其他文化冲击

是否会影响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本文使用各城市行政区域内佛寺、道观、清真

寺、基督教堂及天主教堂的密度作为其他文化冲击（Other_culture）的代理变量，并按密度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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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借鉴金智等(2017)的方法，首先计算出每个省级行政区的市场化指数在样本期间内的均值，然后将其由高到低排列，将排

列在前 1/3 的省归为高市场化地区，后 2/3 的省归为低市场化地区。2008—2015年使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的

数据， 2016—2019年使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的数据。



将样本分为两组回归
①

。表8的回归结果显示，Conf_200、Conf_300均在受其他文化冲击小的组显

著为负，在受其他文化冲击大的组则不显著。这表明其他文化的冲击很可能削弱了儒家文化对

收入差距的改善效果。
 

表 8    儒家文化与收入差距：基于其他文化冲击的分析

变量

(1) (2) (3) (4)
Gini Gini Gini Gini

其他文化冲击大 其他文化冲击小 其他文化冲击大 其他文化冲击小

Conf_200 −0.033(−0.65) −0.032**(−2.26)

Conf_300 −0.051(−0.60) −0.028**(−2.1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632 1 232 632 1 232

R2 0.655 0.405 0.655 0.401
 

（三）儒家文化与收入差距：基于南北方的视角

中国南北方文化习俗差异巨大。由于封建王朝的国都多设于北方，导致北方往往是中央集

权的中心，加之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位于北方，从而北方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可能更大。另一方

面，近代民主革命的爆发地多位于南方，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远离朝廷的地理位置，受封建正

统的控制更弱，有利于对封建思想进行批判继承以及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因此，儒家文化在南

方的约束力可能更弱，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在南北方存在差异。本文以秦岭淮河一线作为

南北方分界线
②

，将样本分为南北两组分别回归。表9的回归结果显示，北方地区Conf_200及

Conf_300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南方地区则不显著，表明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可能在

北方地区更明显。
 

表 9    儒家文化与收入差距：基于南北方的视角

变量

(1) (2) (3) (4)
Gini Gini Gini Gini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Conf_200 −0.029**(−1.99) −0.061(−1.60)

Conf_300 −0.025*(−1.87) −0.063(−0.8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936 928 936 928

R2 0.415 0.409 0.411 0.403
 

六、  研究结论与启示

缩小收入差距、共享发展成果是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收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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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首先由“佛寺、道观、清真寺、基督教堂及天主教堂数量/行政区域面积”计算出各城市其他文化建筑密度，然后计算出每个

城市其他文化建筑密度在样本期间内的均值，并将其由高到低排列。与前文基于市场化程度的分析一致，将排列在前1/3的城市

归为受外来文化冲击大的地区，后2/3的城市归为受外来文化冲击小的地区。数据来源为CNRDS数据库。

②秦岭淮河一线的最南端为32°18'N，最北端为34°05'N，本文将位于32°18'N以南的城市划为南方城市，将位于34°05'N以北

的划为北方城市。对位于32°18'N与34°05'N之间的城市，通过观察地图逐一进行确定。在本文样本中，南阳、蚌埠、驻马店三座城

市在南北方划分上存在争议（南阳位于秦岭淮河一线向下转折线段的西边，从而其位于秦岭以南、淮河以北，而蚌埠与驻马店境

内有淮河穿过）。本文处理方式如下：由于南阳位于秦岭以南，本文将其纳入南方。淮河虽穿过蚌埠与驻马店，但两市行政区域大

多位于淮河以北，因此本文将两市纳入北方。将这三座城市剔除出样本后，结论不变，结果留存备索。



距过大构成了不容轻视的挑战。过往研究大多基于正式制度逻辑考察影响收入差距的宏观战

略政策或资源配置方式（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罗楚亮，2020）。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式制度仍待

完善但历史文化悠久的转型经济体而言，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方案应具有中国特色，不应仅依

靠正式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 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儒家文化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本文研究发现其在“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的征程中具有积极作用，为当代

经济发展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提供了经验依据，肯定了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进一步，

本文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了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实证结果显示：儒

家文化对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改善效应”，即地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强度越大，其内部的收

入差距显著越小。机制分析表明，儒家文化可能通过优化税收结构及促进创新来改善收入差

距。同时，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增强儒家文化改善收入差距的作用；多元文化碰撞则在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一改善效应。此外，相较于南方地区，儒家文化对收入差距的改善效应在北

方地区表现更为明显。

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启示：（1）国家应继续加强发扬儒家“仁”“义”思想的教

化引导作用，尤其是在教育系统中加大弘扬的力度，推动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并将

其贯彻融入社会规范之中，促进社会公平与原始创新能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思想基础；

（2）结合儒家“集体主义”“中正之道”等思想，明确推行“发展机会公平”和“发展成果共享”，落

实“和而不同”的收入分配政策，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3）坚定文化自信，

进一步做到：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其同当代中国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

协调；汲取儒家文化中“轻徭薄赋，涵养税源”的思想，优化税收结构，持续推进个人所得税及

其他税制改革，增强再分配领域中税收政策调节力度，使其发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作用。

不可否认，本文仍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劳动者的工资差距是影响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

素（李实和朱梦冰，2022），研究儒家文化对个体工资差距的影响效应也具有重要意义，但受个

体微观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仅关注了儒家文化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未来有必要使

用微观数据对此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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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 Tradition and Income Gap: Cultural Power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Deng Guoying,  Wang Siyuan,  Tian Yuanguo
(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065, China )

Summary: In the 1980s, Comrade Deng Xiaoping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wo Steps”.  After more than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reached a high level, and it is about to enter the ranks of high-income countries.

China has basically completed the strategic goal of the first step — “letting some people get rich

first”.  Recentl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started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the second

step —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so-called common prosperity means both prosperity

and sharing.  At the present stage,  with the increasing affluence of the whole society,  the income

gap  among residents  is  still  high,  which  indicates  that  China  has  not  yet  achieved “the  fruits  of

development  shared  by  all  members  of  society”,  so  it  cannot  be  called  common  prosperity.

Therefore,  ho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ncome  gap  has  a  bearing  on  the  grand  goal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determin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power”.  The  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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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gap is affected by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s the largest transition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ormal  system  is  not  perfect,  and  the  informal

system  may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Culture  is  at  the  core  of  inform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s the main body and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Confucian culture contains rich

economic and ethical thoughts, which imperceptibly affects people’s thinking mode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will have an impact on national behavior decisions and China’s resource alloc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interests in a period, the

income gap is bound to be affected by Confucian culture. Based on the abov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onfucian traditional culture on the income gap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by taking cities at and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9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study finds that Confucian culture has an obvious

“improvement effect” on the income gap. That is, the greater the impact of Confucian culture, the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internal  income  gap.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Confucian

culture  mainly  affects  the  income  gap  through  improving  the  tax  structure  and  promoting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the income gap is

more  obvious  in  the  areas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and  a  less  impact  from other

cultures,  and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re  more  obvious  in  the  north.  This  paper  reveals  the

function mechanism of Confucian culture to improve the income gap from the macro level, and

provides  an  empirical  basis  for  seeking  the  realization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Confucian culture; common prosperity; income gap; informal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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